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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
———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郭雪慧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 1)

[摘　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的修订实施,我国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有了法律保障。但是,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却在现实中遇冷。实践中,社会

组织面临的工作与资金压力很大,同时,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缺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也不完善,

这就需要有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衔接的多种法律激励机制。首先,要设立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基金制度,完善诉讼费用减免措施,加强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管理,明确基金的申请规则与支

付要求,重视对基金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第二,要创新律师收费制度,健全法律援助制度;第三,要对起诉

主体加强安全保护,进一步改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的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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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 5 5 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 5 8 条都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做出了规定。在我国,立法机关把提

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扩大到了具有一定资格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但是,我国当前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仍然存在许多现实问题。例如,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这一规则能够有

效防范滥诉的风险,但却存在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涉及面

很广,不同于一般的诉讼,社会组织往往不愿意、没有能力或者不敢提起诉讼。
实践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是企业一味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所致。我国《环境保护法》一

直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许多地方企业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增
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也会尽力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有时会忽视甚至纵

容环境污染的发生[1]。这样,一些企业就存在侥幸心理而不愿采取相应的环境治理措施。若由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所面对的往往是经济实力强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

甚至可能有来自国家机关的支持,因此,不管是从经济方面来讲还是从权力方面来讲,社会组织

都没有能力与之相抗衡。而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范围广,调查取证又需要很强的专业性,



难度大,耗时长,其诉讼成本也比一般的诉讼要高很多。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激励机制,即使

可以胜诉,被告的罚款也是上缴国库或者用于环境治理,而社会组织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
此,它们也不愿主动提起诉讼[2]。尽管我国的贵阳、昆明、无锡等地都设置了环境保护法庭,但
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意愿还是不高。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表示,我国符合条件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约有 700
多家[3]。尽管法律赋予其提起诉讼的资格,但这些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并不高。201 8 年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指出,近 5 年由社会组织所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共计 2 5 2 起[4]。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需要有力的资金保障,我国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如果法律仅

仅赋予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却不增加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是不愿动用自己有限的资金

并耗费时间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何况同时还承担着败诉的风险。这就要求国家必须采取一

些激励性措施,并对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进行适当激励[5]。

二、实践与立法中的探索

20 1 7 年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弥补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关规定的不足,新修订的《环
境保护法》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也做了详细的规定。这样,对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法者,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就能够提起诉讼了[6]。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实践中还存在运行

不畅的问题。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的统计显示,自 20 1 5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

来,到 20 1 6 年 5 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总计受理由环保社会组织和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环境公

益诉讼一审案件 82 例,审理结束 28 例。另外,据调查,自新《环境保护法》施行至 20 1 7 年 6 月,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有 246 起,占所有公益诉讼

案件的比例不足 20％①。直到 20 1 9 年 1 月,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也没有显

著增长。这意味着尽管我国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有所增长,具备条件又愿意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社会组织仍然不多,社会组织需要发挥作用以实现对公益的维护[7]。在我国有资格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 700 多家社会组织中,58％的社会组织对此持谨慎态度,11％的社会组织持否定

态度[8]。
本文以泰州环境污染案为例,探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②。这一环境公益诉讼案例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 2 年 1 月至 20 1 3 年 2 月,江苏泰州 6 家企业将总计约 2.6 万吨的危险废物

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偷排进泰州直通长江干流的如泰运河、古马干河,导致水体严重污

染,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损害。经环保部门调查后,14 名企业责任人以环境污染罪被判处 2 至 5 年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十万元。随后,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向涉案企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涉案企业赔偿 1.6 亿余元,用于环境修复。其中,部分企业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的两次庭审,双方就赔偿数额的认定、修复费用的计

算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法庭最终维持了一审的赔偿判决[9]。这一案件得以顺利结案,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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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数据可参见权敬《社会组织如何发起公益诉讼?》,201 8 年 3 月 2 1 日,http://csgy.rmzxb.com.cn/c/201 8 03 2 1/

2002 303.s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0 日。
此案件可参见武卫政《专家评析江苏泰州“天价赔偿”案》,载《人民日报》201 5 年 1 月 24 日,第 9 版。



上得益于环境损害评估的规范性。法院判令涉案企业赔付 1.6 亿余元的环境修复费用也对其他违

法企业产生了威慑作用。
此案中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原告身份的特殊性,原告是依法成立的泰州市环保联合会[10]。

在这起案件中,环保组织获得环境损害证据,离不开技术机构与环保行政部门的支持。第二,赔
付方式与赔偿资金的管理。首先,此案中的赔付方式合法、合理、灵活,在二审判决中,法院不仅

确认涉案企业要赔付高额的环境修复费用,而且就其具体履行方式做了规定:允许企业延期一

年缴付 40％的赔偿资金,引导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来降低环境风险;同时规定,如果改造产生效

果,可以凭环保部门的证明、技改验收意见及技改财务报告在 40％额度内抵扣所需赔偿的金额。
这样做可以起到引导与鼓励企业实施环保技术改造、降低环境风险的作用,其司法效果与社会

效果令人赞赏。其次,在资金管理方面,环境公益诉讼特别是民事诉讼肯定会产生赔偿资金[1 1],
本案最后判决规定,赔偿资金主要用于修复受到污染的环境,其余部分放到法院指定的地方环

保专项资金中用于环境治理。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善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赔偿资金管理制度,
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探索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旨在保障环境权利,预防并救济对环境的损害[12]。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完

善相应的立法,进而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最大作用。我国还缺乏完善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激

励机制,有关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例如,近两年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分担问题,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旨在降低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成本,进而激励其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

院还针对环境公益诉讼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

障的若干意见》①。此后,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运行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又会同民政部和环境

保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在上述意见和通知中都提出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的分摊问题,即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诉讼费的缴纳,若原告胜诉,可以将鉴定

费、合理的律师费及其他相关诉讼费用让被告承担。另外,对环境污染的鉴定问题也做了相应规

定。实践中,对环境污染进行鉴定比较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组织提起诉讼。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本次《解释》做了专门的规定: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能够依职权委托具有资

质的鉴定机构对专业性问题进行鉴定,胜诉的案件中获得的赔偿等能够作为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原告鉴定费用的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与经济压力。

三、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缺乏

从上述立法情况来看,立法部门想通过降低原告诉讼费用的激励机制使社会组织愿意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但是,自《解释》实施以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率还是没有显著提升,远远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实践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原告诉讼成本的分担主要来自被告支付的环境

修复费用,而诉讼前与诉讼中的费用还需原告垫付,这部分费用让很多社会组织很为难;第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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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意见指出,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合理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评估费等支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予以支持;原告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受理费、保全申请费的,可以准许。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

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20 1 7 年 8 月 1 6 日,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 6 1 3 2.html,20 1 8 年

1 2 月 2 1 日。



数额大、执行难是司法实践中常遇的难题;第三,《解释》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很多时候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不一定能得到很多便利。以环保组织为例,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在实践中还面临如下困境。

(一)社会组织资金与工作压力大

环保组织具有民间性和非营利性,很难负担起调查举证、鉴定等的高额费用,且大多数环保组

织影响力不够大,所能吸引的捐赠资金较少,政府的资助也较少,因此,资金筹集问题就成了摆在环

保组织面前的一大难题。轰动一时的云南省“自然之友”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就是很好的例子,仅
鉴定公司的报价就高达 700 万元,而“自然之友”在环境损害发生时全年总支出也才 500 万元①。
具体来看:

第一,鉴定成本过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证据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了证明环境受到污染,必
须依托第三方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报告;同时,被告须赔偿因排污而造成的各项损失,也需要第三

方对污染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等进行鉴定,而当前国内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较少,鉴定费用极高。
高昂的鉴定费就成了摆在社会组织面前的巨大难题。

第二,诉讼费用减免措施不力。尽管相关解释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减免制

度,但原告仍然要承担诉讼费用,只是可以缓交而已。且按照有关规定,只有经济上确有困难的

原告才能申请缓交,实际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可能并不符合缓交的条件。按

照我国的诉讼费用缴纳规定,诉讼费用最终由败诉者承担,民间环保组织难免会担心万一败诉

将损失不少资金。
社会组织资金匮乏的根源在于专门资金供给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则的缺失。首先,专

门资金供给制度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金问题。以往资金问题的解决方式不能

满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需求,对此,要有健全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金供给制度。其次,我国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还没有完善的诉讼规则。对于一般诉讼,由败诉者负担诉讼费用即可解决

问题,但这项规则很难解决公益诉讼中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所以,对环境公益诉讼要有专门解决

资金问题的诉讼规则。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海南、云南等一些地区已经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基金

制度。例如,海南省的环境公益诉讼资金通过省级政府拨款以保障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云南省昆

明市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专项基金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者予以每案最高 20 万元的奖励②。
此外,社会组织工作量大。尽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64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94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

释》的相关规定,社会组织能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如果被告不能拿出相应的证据,法院可直接推定

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1 3],但是,一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也不会袖手旁观、静等法院

取证结果。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从受案到起诉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例如,到企业进行现场勘验

并进行必要的证据保存、调取工商登记与环评的手续等材料、与涉案企业人员进行交涉、走访利益

受损的群众等,整个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712第 3 期 郭雪慧: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①

②

这一案例曾经轰动一时,可参见葛枫《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历程及典型案例分析———以“自然之友”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为

例》,载《社会治理》201 8 年第 2 期,第 5 1 6 3 页。
云南省昆明市早就出台了《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资金管理办法》,通过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进

行救济。对涉嫌侵害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时,起诉者每案可以获得最高 20 万元的救济。参见储皖中、施怀基《昆明建

环保公益 诉 讼 救 济 专 项 资 金 　 每 案 最 高 可 获 20 万》,2010 年 9 月 2 3 日,http://news.1 6 3.com/10/0923/20/

6H9S0HFD000 1 4AEE.html,20 1 8 年 1 0 月 1 0 日。



(二)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缺失

虽然诉讼费用减免制度降低了诉讼成本,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标的额高、鉴定费贵,原
告取证时还有可能遇到当地政府不配合的问题。原告既要消耗大量的精力与财力,还要承受诉讼

风险等压力。社会组织大多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即使胜诉也不会获得什么收益,但如果败诉,
它们将损失惨重。因此,如果我国不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不对胜诉的原告进

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就很难调动起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不完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赔偿金额往往很高,为了充分利用赔偿金额以赔偿受害人并进行环

境修复,必须对赔偿金进行科学管理,比如,将资金投入专门设立的专项基金。尽管最新的《解释》
规定法院能够将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原告的诉讼与鉴定费用,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怎么管理与使用专

项基金。科学而系统地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确保其运行顺畅,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的构建,要从基金的设立、资金来源、适用范围、申请规则及监管制度等方

面进行完善。

四、域外经验

(一)美国、印度与德国

美国的激励机制比较健全,包含律师费用转嫁制度、专家鉴定费补偿制度、“赏金猎人”制度及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等激励措施[14]。前两种制度重在弥补有形成本,“赏金猎人”制度则通过对

主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给予奖励而达到激励的目的。在美国,执法机关通过奖励把执

法权下放到民间,以应对执法机关人手不够而犯罪率较高的现实问题。“赏金猎人”制度能够推动

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趋利性使原告为了获得奖励而自愿投入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1 5]。在美国,私人检察官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胜诉后可以获得奖励,得到额外的收入。此

外,美国设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与社会捐赠,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了社会

各界的资金,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美国还有公益律师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保驾护航。
在美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取得成效后,印度也开始学习。在印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解决

环境纠纷的主要手段。印度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其同样面临着积极性

不足的困境。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就是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印度属于普通法系,采取对

抗制的审判模式。在这种制度下,原、被告双方平等地进行对抗以最大限度地解决纠纷。而在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经济实力与地位相差极大,不宜采取对抗制。于是,印度创设了具

有纠问制审判模式的“调查委员会”制度。“调查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由法院指派成立的专门对案件

进行调查的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告收集证据的成本。该委员会主要由法学家、法官与相

关专家组成,其出具的调查报告就成了法官审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初步证据。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设立了“诉讼费用额度确定”制度,原告如果证明自己无力支付诉讼费

用,可以向法院申请将诉讼费限定在很低的水平。

(二)域外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美国与德国都设立了资金保障制度,美国的激励范围广、限制少,但存在滥诉的可能;而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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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保障则被限定在一定条件下。目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遇冷,我国应加大激励措施,并
注重惩罚性赔偿的应用。第一,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看,违法者所赔付的费用超过了违法行为所带

来的利益,惩罚才能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因此应加大对环境侵害者的惩罚力度[1 6]。第二,我国目

前只是规定了对原告诉讼成本的减少,既没有降低原告的时间成本,也没有增加原告的收益,而且,
对胜诉的原告诉讼成本的降低还常常依赖于败诉的被告,加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往往是本

身就运营困难、无力改变生产现状的小企业,如此一来,让自顾不暇的被告承担原告的诉讼成本很

难真正落实。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大激励力度。第三,要完善公益律师制度,增强法院调查取证

的能动性。印度的“调查委员会”制度增强了法院的能动性,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减少了调查取

证的费用与时间。在我国,也存在原告自我取证能力低、对环境问题调查取证困难的问题。如果能

够借鉴印度,让法院或其他中立组织先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并出具初步的调查报告,将有利于

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第四,我国应适时构建胜诉酬金制。尽管法律规定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

牟取经济利益[1 7],但胜诉酬金制与牟取经济利益是不同的。以获得的胜诉酬金维持社会组织的正

常运转,不属于牟利。另外,还可以通过给予社会组织精神奖励的方法起到激励作用[18]。

五、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构建

(一)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完善诉讼费用减免措施

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激励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为了公共利益,
原告不能像私益诉讼那样独自享有胜诉后的利益,反而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还要承担诉讼过

程中的各种风险。这就需要科学而系统的激励机制以鼓励社会组织,比如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基金制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能够为诉讼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南平生态破坏案①的做法就

是有力的例证。“自然之友”成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重点资助具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资

格的环保组织提起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制度的设计可采用滚动支持模式,即先对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提供前期的成本支持,在原告获得胜诉后,再从赔偿中取回前期所支持的诉讼成

本,为下一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在原告胜诉时,可以用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基金进行奖励,进而激励其他社会组织。
实践中,海南与云南昆明设置的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就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支持了公益诉讼

的运行与环境治理,还可以对罚金进行管理,将其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3]。当然,在基金设

立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规范,例如,要对基金设立的目的、资金来源、申请规则、适用范围及

监管等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1.资金来源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有被告的损害赔偿金、政府资助、基金的投资增值及私

人捐赠等其他方式。另外,还可以考虑通过发行彩票等方式进一步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
第一,损害赔偿金。社会组织为了环境公共利益对环境损害者提起诉讼,在取得胜诉后,法院

会判令被告给予赔偿金等,但赔偿金通常没有直接的受益人,其归属就成了问题。如果将其判给环

保组织,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于损害赔偿金的使用与监管问题,我国当前有三种尚处于摸索阶段的

形式:(1)直接将款项打到地方财政账户上;(2)由地方财政账户成立专项账户;(3)将款项打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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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账户上。但现实情况是,打到地方财政账户的损害赔偿金基本上没有用于环境修复。将赔

偿金纳入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则是最合适的。一方面,这笔赔偿金纳入基金后,一旦确定受害者就可

以给予赔偿,而不需要受害者再次进行诉讼,从而减少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这笔赔偿金也

可以为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资金,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此外,将赔偿金投入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基金,进一步增强基金运作的透明度,也可有效防止腐败。
第二,政府资助。政府扶持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美国就采用了此方式,由政府提供 1 2.5％的

财政拨款,剩余的 87.5％通过税收补充[1 9],荷兰等国也采用了这种方式。政府对环境资源的保护

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提供支持是理所应当的。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保障基金来源,例如,可以把基金列入财政预算,也可以将征收的部分环境资源税收投入诉讼基金。
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我国的环保组织经济力量薄弱,有赖于政府的扶持。

第三,基金的增值。基金也可以保值增值,在预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运行的必要资金后,可以

用部分资金进行科学的投资,比如,购买国债与债券、委托银行和优质的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理财等。
当然,基金关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要有审慎的态度,对用于投资的资金设置一定

的限度。另外,对每年环境公益诉讼基金的收回方式要灵活,以便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取回。
第四,其他方式。有的学者提出运用环保彩票等方式来筹集公益诉讼资金,理由是,既然体育

彩票、福利彩票等都能够吸纳大量资金,那么也就可以设立环保彩票,通过这种方式筹集资金用于

诉讼与修复环境。另外,还可以筹集社会捐款。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

这一行列,因此,可以通过各种形式鼓励个人或企业捐赠。此外,国外的捐赠也是我们可以积极争

取的对象。

2.适用范围

从诉讼基金设立的宗旨可以看出,其主要用途是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资金匮乏的问题,其适

用范围主要是生态环境修复、支付诉讼费用和奖励社会组织等。
第一,用于修复生态环境。若社会组织取得胜诉,被告就有可能被判赔偿相关的损失。如果被

告经济实力不够,无力支付这些费用,那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可以解决这项难题。当然,必须

确保在被告无力承担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基金支付修复生态环境的费用。
第二,支付部分诉讼费用。如前所述,让社会组织承担诉讼费用是不公平的,会导致社会组织

不愿提起诉讼。但如果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社会组织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就可以

申请由基金来垫付部分诉讼费用。胜诉后,根据“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的规则,社会组织在被告支

付相关诉讼费用后再将其退还给基金。
第三,奖励胜诉的环保组织。环境公益诉讼遇冷,需要完善激励制度,即进行精神激励与物质

激励。为了提高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把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的费用按照一定比

例奖励给胜诉的原告,即“赏金猎人”制度。另外,除了社会组织,还可以奖励为诉讼做出贡献的律

师或法律工作者,这同样可以起到提高人们环保意识的作用。

3.基金管理

保障基金合理、长效地运行有多种办法。基金可以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统一管理,并由政府行

政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及公众进行监督,在管理过程中除了加强内部定期审计外,还要定期披露基

金的来源与使用情况等,从而增强基金运作的透明度。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公益信托进行基金管理,
政府以及进行过捐赠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作为受托人。

4.申请规则与支付要求

(1)申请规则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成立的初衷在于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最大的作用,为环境民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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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诉讼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实现环保的目的。因此要保证专款专用,基金只适用于具有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同时,申请主体在申请动用基金时要提供完善的支付情况说明,明确费用

的使用情况。另外,这一制度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使社会公众能更好地遵守。其中,对于

影响较大、所需资金数额较大的案件可以组织专家听证会,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
(2)支付要求

第一,按照支付范围,包括案件受理、取证费用等进行支付。原告提交诉讼费用申请后,审核部

门要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支付,并说明理由。对先期支付能力欠缺的社会组

织,由基金审查机构对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以及证据目录等进行严格审核,如果符合条件,就可按照

规定支付一定的费用,保证资金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益诉讼。第二,限定最大额支付规则。由于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成本通常很高,如果不对专项资金设定最大支付限额,就难以保证基金的可持续发

展。限定专项资金的最大额有助于合理分配资金,使基金运行更加科学。

5.基金监督

如果欠缺严格的监督体系,一项制度很难良好地运行。同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需要有完

备的监督体系。一是要增强基金的透明度,让社会公众知道资金的动向,可以让更多主体放心地将

资金投入基金[20]。二是要明确监督主体、方式与内容。对于监督主体,一方面,基金内部要设立监

督机构,依照内部管理制度与法律实施内部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来自政府与社会的外部监督。
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对人、事、资金等的监督,即对申请人、审核人、批准人、使用人等有关人员在基金

申请、支付、使用各个环节中进行监督。
除了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还应适当减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在法国的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中,诉讼费用非常低,原告也不需要提前缴纳诉讼费用,只在败诉的时候才需缴纳。我国

也可实行减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的办法,适度地降低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有利于激

励起诉者提起诉讼。

(二)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奖励基金

设立公益诉讼奖励基金是对公益诉讼原告的一种奖励制度,有利于提高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

讼的动力。奖励是一种激励的方式。如前所述,如果公益诉讼原告不能从中得到好处而只承担责

任的话,那么,它们就很难有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如果按照规定审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是

否有能力支付费用,一方面耗时耗力,另一方面会让原本就与诉讼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组织失

去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在美国,原告胜诉后可以从被告的罚金中获得一些资金,罚金的提取比例是

1 5％—20％。对此,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对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采取一些奖励措施。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是可行的,如果违法者的违法成本高于收益,将会迫使其停

止继续侵权。为了威慑侵权行为人并对潜在侵权行为人起到警示作用,可以将惩罚性赔偿制度运

用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并把赔偿金的一部分用来奖励社会组织[21]。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奖励的形式,要注重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重。过分强调物质奖励是不可

取的,一方面,有违环保公益诉讼的本意;另一方面,巨大的物质奖励可能导致滥诉现象。当然,为
了避免滥诉的发生,可以实行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前通知制度[22]。

(三)创新律师收费制度

我国社会组织存在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法律救济方面的专业知识存在欠缺,因此,律师在环

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可以考虑通过律师收费制度的创新起到激励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

作用。一方面,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专有资金账户,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补助社会组织在公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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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中的律师费。另一方面,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在投保人购买法律费用险或诉

讼险后,保险公司会向投保人支付一定的诉讼费用,其中就包含了律师费。毕竟法律援助制度不可

能涵盖所有没有能力支付诉讼费用又需要诉讼的群体,我们不能总是牺牲律师的经济利益。而且,
诉讼费用保险制度的实施不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是依靠商业模式运作,可以减轻国家的财

政压力。当前,许多国家都有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其中,德国的诉讼费用保

险公司极具专业性,加上德国对诉讼费用保险制度的大力支持,这一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把律师费

纳入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减轻社会组织的经济压力,也可以保障律师费,进而鼓励更多的律师参与

其中。

(四)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为了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与被告难以抗衡的问题,在美国,由政府出资成立了很多法

律服务机构,其律师由美国政府聘任,由国家财政支付工资,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与此同时,社会上

也有许多通过基金与捐助的方式开办的公益律师事务所。在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方可以

通过法律援助解决律师费的问题。印度的法律援助主要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法律援助费用大都

用于支付律师费,律师对法律援助费用的使用有决定权。在费用承担方面,英国政府也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费用上的压力较小。不仅如此,英国还通过政府拨款的方式,建立

了全国性援助制度用来专门支持公益诉讼的发展。
公益律师旨在维护公共利益,能够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与普通民事诉讼

相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证据收集与损害认定等方面难度更大,这就需要一个长期从事环境公益

诉讼、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律师团体的支撑。基于此,在我国目前公益律师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需要更好地构建公益律师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

(五)加强安全保护

为了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与企业可能会联手阻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活动的进行,对
起诉主体百般阻挠,使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诉讼结束后,被告也可能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报

复起诉主体。如果起诉主体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就会降

低。所以,要加强对私起诉主体人身安全的保护,包括对其亲属及其他密切关系人的人身保护。而

且,对私起诉主体的安全保护不仅关系起诉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问题,还关系人权的保

护问题。因此,需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协调保护环境公益诉讼私起诉主体安全的机构,制订有效的

保护计划并严格实施。此外,还要设置侵害追究机制,只要私起诉主体有理由相信被告对其进行打

击报复,就能够请求法律救济,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全部经费由公益诉讼基金负担。通过对社会

组织诉前、诉中、诉后全方位的安全保护,进而激励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实施。

(六)改革诉讼费用的收取方式

我国的诉讼费用主要包括受理费与当事人承担的其他费用,包括一审、二审及再审案件的受理

费,以及勘验、鉴定、执行等费用。在我国,诉讼费用由原告预交,并由败诉方最终承担,同时也对诉

讼费用的减免做了规定。但现行的诉讼费用规定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从受理费用缴

纳方式来看,根据案件性质可分为按件缴纳与按标的额缴纳。对于财产案件则根据诉讼请求的标

的额分段交纳。环境公益诉讼划分到财产案件中,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缴纳。但是,环境

污染案件标的额往往非常大,按照缴纳规则,当事人需在诉讼前就缴纳高昂的诉讼费用,从而阻碍

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缴纳规则须不同于一般的规则,我们可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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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把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受理费改为按件缴纳,这样既符合诉讼规则的要求,又不至于让社会组织

觉得有太大压力[23]。

综上,要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激励制度,就要设立专项基金、完善诉讼费用减免措施。
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基金的来源包括损害赔偿金、政府资助、基金的增值和其他方式(如环保彩

票等)。基金主要用于修复生态环境、支付部分诉讼费用、奖励胜诉的社会组织。我们可以考虑通

过公益信托进行基金管理。此外,基金内部要设立监督机构,依照内部管理制度与法律实施内部监

督。完善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将律师费纳入保险制度,从而减轻社会组织的经济压力,也可以使律

师费用得到保障,进而鼓励更多的律师参与其中。此外,要加强环境公益诉讼人的安全保护与赔偿

金的管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缴纳规则理应不同于一般的诉讼,可以考虑把环境公益诉讼

的案件受理费改为按件缴纳。只有这样,真正发挥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使这项制

度真正落到实处,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Foltin C.,″The Role of Federal Regulation in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New
Reforms: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Reporting,Disclosure,and Funding,″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Vol.29,No.1(201 7),pp.1 9 2 9.
[2 ]颜运秋、罗婷:《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 3 年第 3

期,第 42 48 页。[Yan Yunqiu & Luo Ting,″On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s of Litigation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 Interest,″ J 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No.3(201 3),pp.42 48.]

[3 ]崔丽:《新环境保护法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研究》,《生态经济》201 5 年第 5 期,第 1 3 1 1 3 5 页。
[Cui Li,″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Ecological Economy,No.5(201 5),pp.13 1 1 3 5.]

[4 ]黄娜、杜家明:《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河北法学》201 8 年第 9 期,第 1 9 1 200 页。
[Huang Na & Du Jiaming,″Optimized Path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Hebei Law Science,No.9(201 8),pp.1 9 1 200.]

[5 ]Vandal & Lisa,″Shaping the Structure of Legal Opportunities:Environmental NGOs Bri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cedural Rights Back Home,″Law & Policy,Vol.41,No.1(201 7),pp.1 10 1 2 7.

[6 ]樊崇义、白秀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法学杂志》201 7 年第 5 期,第 78 86 页。[Fan
Chongyi & Bai Xiufeng,″Theoretical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f Procuratorate
Organs,″Law Science Magazine,No.5(201 7),pp.78 86.]

[7 ]朱新力、黄娟:《以社团组织为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进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 6 年

第 1 期,第 1 5 9 1 7 1 页。[Zhu Xinli & Huang Juan,″The Access to Administration Litigation for Public
Interest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Plaintiff,″ J ournal of Zhej 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o.1(201 6),pp.1 5 9 1 7 1.]

[8 ]王树义:《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中国法学》2014 年第 3 期,第 54 7 1 页。[Wang Shuy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dicial Reform,″China Legal Science,No.3
(2014),pp.54 7 1.]

[9 ]竺效:《真正拉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序幕》,《中国法律评论》201 5 年第 1 期,第 5 6 5 8 页。[Zhu Xiao,

″Opening the Prelude of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China Law Review,No.1
(201 5),pp.56 58.]

322第 3 期 郭雪慧: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10]韩波:《公益诉讼制度的力量组合》,《当代法学》201 3 年第 1 期,第 3 1 3 7 页。[Han Bo,″The Combination
of Participants in Litigation for Public Interest,″Contemporary Law Review,No.1(201 3),pp.31 3 7.]

[1 1]张式军:《以环境公益诉讼破解环境行政执法难题———首例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核心问题之法律分

析》,《环境保护》201 5 年第 1 5 期,第 50 5 3 页。[Zhang Shij un,″Solving the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Problems by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No.15(2015),

pp.50 53.]
[12]王小钢:《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利益和权利基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 1 年第 3 期,第

50 5 7页。[Wang Xiaogang,″On the Interests and Rights of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J ournal of Zhej 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o.3(201 1),pp.50 5 7.]

[13]刘超:《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据调查之展开》,《江西社会科学》201 7 年第 9 期,第 209 2 1 5 页。[Liu
Chao,″Investigation of Evidence on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J iangxi Social
Sciences,No.9(201 7),pp.209 2 1 5.]

[14]胡中华:《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环境损害救济方式及保障制度》,《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6 期,第 9 30 9 3 5 页。[Hu Zhonghua,″Recovery Methods and Supporting Guarante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Damage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of U.S.,″Wuhan University J 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No.6(2010),pp.930 9 3 5.]

[15]陈亮:《环境公益诉讼“零受案率”之反思》,《法学》2013 年第 7 期,第 129 1 35 页。[Chen Liang,″Reflection on
′Zero Acceptance Rate′of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Law,No.7(2013),pp.129 135.]

[16]胥楠、王育才:《环境公益诉讼激励及域外借鉴———以 ENGO 为例》,《生态经济(中文版)》201 7 年第 1 1 期,

第 206 2 1 0 页。[Xu Nan & Wang Yucai,″The Mot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Extraterritorial Experiences:A Case Study of ENGO,″Ecological Economy,No.1 1(201 7),pp.206 2 1 0.]

[17]颜运秋、余彦:《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亮点、不足及完善———以 20 1 4 年 1 2 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

“两解释”为分析重点》,《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 5 年第 3 期,第 3 7 43 页。[Yan Yunqiu &
Yu Yan,″Highlights and Shortcomings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Focusing on
Supreme Court's Two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20 1 4,″ J 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No.3(201 5),pp.37 43.]

[18]周晗隽、姚贝:《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比较研究———以美、印两国为参考》,《环境保护》201 6 年第 1 6 期,第

7 3 7 6 页。[Zhou Hanj un & Yao Bei,″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Exper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No.1 6
(201 6),pp.73 7 6.]

[19]Kok M.T.J.& de Coninck H.C.,″Widening the Scope of Polic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Directions for
Mainstreaming,″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Vol.10,No.7 8(2007),pp.587 5 9 9.

[20]Mauerhofer V.& Larssen C.,″Judici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in East Asia,″Land Use Policy,Vol.52,No.52(201 6),pp.552 5 6 1.

[21]李斯奇、胡美灵:《公益诉讼费用分担方式的构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第

64 66 页。[Li Siqi & Hu Meiling,″Construction of Cost Sharing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J 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No.6(2014),pp.64 66.]

[22]孙梦雅、孙天宇:《论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之完善》,《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 年第 4 期,第 1 9 1 1 94
页。[Sun Mengya & Sun Tianyu,″The Excitation Mechanism of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No.4(201 6),pp.191 1 94.]

[23]郭雪慧:《扩散性利益保护诉讼制度研究:比较与借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 7 年。[Guo Xuehui,A Study
on the Litig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Diffused Interest:Comparison and Reference,Beij 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 7.]

422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49 卷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Fil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Guo Xuehui
(Law School,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 s and Busines s,Shij iazhuang 05006 1,China)

Abstract:In China,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still serious.In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the number of lawsuits fil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no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Firstly, organiza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under heavy work and
financial pressure.The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appraisal cost and heavy workload.In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a lot of work
needs to be done from accepting cases to suing.Secondly,the reward system for the plaintiffs is
inadequate when they win the lawsuit. Thirdly, the fund system of the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s not perfect.In this regard,we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China's actual situation.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relatively sound,as it includes transfer of lawyer fee,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appraisal fee of experts,the system of bounty hunter and fund from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and other incentive measures.The″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f Germany is an
organization appointed by the court to investigate such cases,which greatly reduces the cost of
the plaintiff to collect evidence.In addition,if the plaintiff proves that he cannot afford the costs
of litigation,he can apply to the court to limit the litigation costs to a very low level.

To establish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file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we must improve the system of fund and relief measures.The
sources of the funds include damages and the support from government,value-added funds and
other ways.For example,some scholars suggest using the lotte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raise funds for litigation of public interest.Since sports lottery and welfare lottery can absorb a
lot of money,it is also practicable and acceptable that an environmental lottery can do so.The
fund will be used mainly to resto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pay costs of litigation and reward
successfu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Public trust can be authorized to manage the fund.The
government that allocates funds and individuals or groups that make donations to the fund can act
as trustees.In this way,the transparency of the use for funds can be enhanced.The scope of
payment should be specified,and the rules of maximum payment should be limited.In addition,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set up to supervise interior fund according to the law.
Incorporating lawyers'fees into the system of insurance can not only relieve the economic

pressur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ir litigation for public interest,but also guarantee the
payment of the lawyers'fees,thus encouraging more lawy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The lawyers of public interest aim to safeguard public interests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legal services for li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We must
improve the system of legal aid.In addition,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strengthening
the safety protection of litigants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t is vital to increase
transparency and let the general public exercise supervision.A necessary concern is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may worry about what to do if environmental lawsuits fail like other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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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uits,in which the losing party bears the costs.Therefore,in the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the rules of payment for litigation costs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rules.Another possible solution is to change the acceptance fees of litig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nto payment by pieces,which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from the rules of
litigation,and does not put too much pressure on the plaintiff.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itigation for public interest; incentive

Mechanism;fund;legal aid

“第三届世界公益学论坛”在浙江乌镇成功举办

20 1 9 年 3 月 30—3 1 日,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联合主办,浙江省红石慈善基金会协办的“第三届世界公益学论坛”在浙江桐乡

乌镇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公益与乡村振兴”。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浙江省民政厅、桐乡市委市

政府、基金会中心网、红石慈善基金会、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敦和基金会等政府和公益慈善实务界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本次论坛。

3 月 30 日下午,与会专家一行赴浙江省桐乡三治融合示范带考察学习。31 日上午,世界公益学论坛在乌镇如期举行,清
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主持大会开幕式,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世界公益学论坛的由来、宗旨和目标。中共桐乡市委书

记盛勇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永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分别致

开幕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永恒副院长报告了当下中国公益发展的现状以及公益如何促进乡村振兴。郁建兴院长高

度肯定了公益世界公益论坛对我国慈善研究、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意义,梳理了浙江大学在地方治理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

果,对各个高校合作交流,共同促进中国公益慈善的研究表达了期待。
论坛的第一个环节是浙江之江公益学园成立典礼。第二个环节由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白虹

发表题为“新公益:发现中国义利 9 9”的主旨演讲。白虹强调,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尝试建构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社会价

值评估模型,这一模型没有摧毁现有的商业规则,也没有用先入为主的价值去绑架现有商业运行模式,而是提倡用质量性

改进替代数量性扩张。
论坛的第三个环节是主题论坛。主题论坛一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沈

永东主持。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理论部主任王政伟做了题为“三堂文化与乐和家园:从洙泗书院到乡村书院”的主题

发言,辨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统、政统和学统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仁、义、礼、智、信和慈、孝、俭、勤、悌之间的关系。东华

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陈庆军教授做了题为“为乡村提案———设计驱动对于乡村建设的价值”的主题发言,展示了东华

大学团队在安徽尚村依靠艺术设计专业知识开展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工作,通过市场力量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主题论坛

二由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副教授郑胜分主持,围绕“互联网＋公益慈善”的话题展开。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博

士后张楠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益慈善创新模式研究:功能、组织结构与影响因素探析”为题做了主题发言,认为当前公

益慈善存在信任缺失和资源不足等主要问题,而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特征能够重新构造一种信任机制,解决慈善组织信

息披露和善款透明化问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苗青教授做了题为“互联网与社

会企业发展”的主题发言,讨论了互联网对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互联网的运用能为社会企业确定商业模式,并能

推动行业标准和政策创新实践。主题论坛三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助理教授蓝煜昕主持,论坛主题为“社会创新与

乡村振兴”。台湾法鼓文理学院人文社会学群陈定铭教授做了题为“社会创新与青年返乡政策之研究:以台湾桃竹苗三个

案为例”的主题发言。
最后,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的闭幕式。清华大学王名教授与台湾大学冯燕教授共同为本次会议做了

总结。他们认为,本次论坛评论人构成多元、点评精辟,极大地激发了与会者的学术灵感。同时,论坛也在培养青年学者、
加强实务与理论对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　帆　滕红燕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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